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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社会网络理论及社会认知理论构建企业网络关系、管理者环境认知与企业环境技术创新行为关系模型，根据219家中国资源型企业问卷调查数据，运行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企业网络关系显著正向影响企业管理者环境认知，企业管理者环境认知显著正向影响企业环境技术创新行为，企业管理者环境认知在企业网络关系对企业环境技术创新行为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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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herent mechanism of enterprise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behavior is an important academic problem. Based on the social embeddedness theory and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relation model between enterprise social network relationship, managerial cognition and enterprises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behavior, using 219 resources-based enterprises’ questionnaires survey data, hypotheses are verified by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corporate social network relationship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managerial cognition of environment, managerial cognition of environment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enterprises environmental behavior, what’s more, managerial cognition plays some intermediary role in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network relationship on enterprises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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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环境技术创新又称绿色技术创新或清洁技术创新，是有利于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的一类特殊技术创新[1]。环境技术创新具有技术溢出带来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双重外部效应，因而有别于一般技术创新，具有独特的规律[2]。随着绿色意识的增强和绿色经济的兴起，企业的环境技术创新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

企业环境技术创新是内部要素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3]。现有学者基于资源观、制度观和知识观视角，从市场需求、环境管制、企业资源、企业战略和国际化5个方面对企业环境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展开研究，认为消费者的绿色消费意识、来自非政府组织（NGO）的压力、政府的绿色采购计划、供应链企业的绿色要求是企业环境技术创新的市场动力；环境规制是企业环境技术创新的制度动力，环境规制有行政监管和市场激励类别之分[4-7]，市场激励类环境规制因能够产生技术创新补偿效应从而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8]，而行政监管类环境规制给企业以压力，企业基于组织合法性在环境技术创新方面会作出制度反应[9]；企业财务状况、技术能力、合作能力、冗余资源、管理者意识和高层支持及企业合作战略、国际化战略等是企业环境技术创新的内部影响因素[9-16]。这些研究对于揭示企业环境技术创新行为的驱动机制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文献研究也发现，相同市场环境、相同环境规制下同类企业环境技术创新行为存在差异性[17]。那么，还有什么因素影响企业环境技术创新行为决策？     
社会网络理论认为，企业经济行为本身具有社会嵌入性，企业技术创新行为受企业网络关系的影响[18]。现实中，企业技术创新确实呈现网络化发展趋势[19]，但现有研究多偏重技术经济、制度因素而对社会因素重视不足，对网络关系对企业环境技术创新影响机制缺乏应有的研究；而且，企业环境技术创新是管理者基于内外因素判断下的战略选择，因而与管理者环境认知密不可分[20]，但现有研究中，管理者环境认知对企业环境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也不明确。因此，本研究基于社会网络和社会认知理论（social cognition theory），试图构建企业网络关系-管理者环境认知-企业环境技术创新行为关系模型，并选择对资源环境影响较大的资源型企业进行实证分析，以进一步完善企业环境行为理论和技术创新理论，并为政府制定相关资源环境及技术创新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2  文献回顾及研究假设

2.1  理论模型
社会认知理论认为，人的行为、认知以及情境三者之间构成交互关系[21]。社会认知理论被广泛地应用于理解和预测个体以及群体行为特征，并识别哪些方法能够改变行为。在组织研究领域，研究者利用该理论解释个体和群体的知识结构是如何影响行为并改变组织的产出，特别关注战略决策和组织变革影响[22-23]。在企业环境行为领域，研究者发现企业环境战略行为的形成是一个演进过程，也是在企业环境创新过程中情境因素、管理者认知交互影响的结果[24]。因此，社会认知理论为解释不同情境下企业环境技术创新的行为特征提供了独特的分析视角。 
根据社会认知理论，企业环境技术创新行为受到管理者认知和情境因素的综合影响。影响企业行为的情境因素很多，本研究主要探讨网络关系这一社会情境因素与管理者环境认知、企业环境技术创新行为之间的特定关系。本研究认为，首先管理者环境认知表现为高层管理者对于环境保护的形势、价值、路径等的理解和看法，管理者良好的环境认知有助于企业明确环境技术创新的收益和风险，从而作出行为决策。此外，任何认知和决策都受到企业外部关系网络情境因素的影响，一个稳定的、密切的、互惠的网络关系有利于企业对环境技术创新收益和风险有效认知和科学决策。
为了探究企业网络关系、管理者环境认知、企业环境技术创新行为三者之间内在具体的作用机制，本研究将企业网络关系、管理者环境认知进行维度划分。从网络关系特征的研究中可以发现，接触的频率、稳定性、互惠性、互动性是描述网络关系的几个重要特征，因此，本文以 Granovetter [25-26]的观点为基础，将企业网络关系划分为关系强度、关系质量、关系稳定性三维度，关系强度是指网络成员间联系的频繁程度，关系质量是指网络成员之间的互惠性和信任程度，关系稳定性是指网络成员间关系持续时间长短。管理认知研究中对管理者认知维度划分有两种方法，一是将管理认知划分为关注焦点和因果逻辑两个维度[27]，二是将管理认知划分为知识结构复杂性与知识结构集中性[28]，前者更加关注管理认知对某次或某项具体战略决策的影响，而后者更多地是与企业柔性、惯例等研究结合在一起。本文研究的是网络关系情境下管理者环境认知对企业环境战略行为决策影响，因此采用关注焦点和因果逻辑的划分方法，将管理者环境认知划分为环境规制认知、利益相关者合作认知和预期效果认知，环境规制和利益相关者合作行为属于企业环境行为决策中的关注焦点，预期效果属于企业环境技术创新行为决策因果逻辑的关键要素。综上，本研究提出了如图1所示的研究模型，具体理论假设详细阐述如后。










图1  本研究的理论模型

2.2  研究假设

2.2.1  企业网络关系对管理者环境认知的影响

（1）企业网络关系强度对管理者环境认知的影响。网络关系强度是指网络成员之间联系的密切程度，对于信息传递的数量、速度及质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9]。企业网络关系强度对于管理者环境认知具有重要影响。
首先，网络关系越强，企业与其他网络成员能进行规律性和频繁的沟通，能使企业在对来自于不同网络成员的信息进行比较、检验基础上，更好地了解资源环境形势和政策及网络成员的动向，从而更精确地感知环境规制压力和网络成员行为反应[30]。
其次，网络关系强度也直接影响企业资源和能力。Ahuja[31]认为企业与网络成员间的联系越紧密、成员之间的无形资源共享的速度越快，那么企业就能够以最快的速度获取必需的无形资源 。Daskalakis等[32]认为企业与网络成员间的关系越密切，其获取有益于企业发展的信息和知识的可能性越大，企业整体的创新思维和能力也就越强。Uzzi[33]认为网络关系越强，企业能以较低成本获得信息、技术、资源，尤其是获得一些极其重要的信息，信息传递的准确程度也随之增加，企业获得技术转移的可能性也增加了。可见，网络关系越强，企业越能从网络中获取绿色发展所需的信息、资源，提升企业绿色发展能力，从而对企业环境技术创新行为的预期效果有更好的判断。
综上，网络关系强度越大，企业越能够从网络中获取真实的信息，从而对资源环境形势和环境规制有更好的感知，对企业与网络成员在绿色发展方面的合作有更好的预期；企业能更好地从网络中获取隐性知识、无形资源，提升学习能力、创新能力，从而对企业环境行为效果有更好的判断和信心。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1a：企业社会网络关系强度对规制认知存在正向影响；

H1b：企业社会网络关系强度对行为效果存在正向影响；

H1c：企业社会网络关系强度对合作认知存在正向影响。
（2）企业网络关系质量对管理者环境认知的影响。网络关系质量主要指关系的互惠性和信任程度。网络互惠性是指网络成员对关系的认同、对等与协调，以及对合作任务的相似配合意愿等[34]。信任是在有风险的情况下，对他人的动机抱以一种积极的、自信的期待状态[35]。网络关系质量对于企业管理者对利益相关者行为反应和自身环境行为绩效判断有重要影响。
首先，网络互惠性影响企业管理者对于利益相关者行为反应的判断。企业环境行为受利益相关者行为的影响，是企业与利益相关者博弈的结果，利益相关者合作才能提升环境绩效[36]。现实中，政府的监管和支持政策、消费者的绿色偏好及购买行为、供应链企业的绿色标准、竞争者的积极环境行为等网络成员行为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企业环境技术创新，可见，企业环境技术创新需要网络成员行为的合作及协同，而合作的基础在于信任，信任的基础在于互惠。经济学认为，信任就是个体愿意相信对方会与之在某种风险活动中互惠，是个体在面临一系列约束条件的前提下经过理性预测之后的一种行为选择[37]。互惠性高，网络成员间才有信任与合作。可见，网络互惠性越高，企业能越好地对网络成员的行为反应进行判断，对网络成员合作行为也越有信心。
其次，网络互惠性影响企业管理者对于自身环境技术创新绩效的判断。具有互惠关系的企业网络容易理解彼此存在的问题和满足彼此的需求，促进企业间合作效率的提高，并增进成员间的信任水平，减少相互间的非道德行为[38]。Wincent等[39]也指出，只有在互惠基础上网络成员才可能更容易地接近有价值的知识和资源，进而提升企业创新。而且，网络互惠性越高，网络成员拥有共同愿景的可能性越大，就越能够促进成员间进行信息交流和资源的整合[40]，从而能更好地开展合作创新。可见，网络互惠性能使企业更好地整合资源、提升能力，进而对环境技术创新绩效有更准确更乐观的判断。
综上，网络互惠性越强，成员之间的信任就越强，企业对于网络成员在绿色发展方面的合作有更好的预期；企业能更好地从网络中获取有价值的知识和资源，从而对企业环境行为效果有更好的判断和信心。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2a：企业社会网络关系质量对规制认知存在正向影响；

H2b：企业社会网络关系质量对行为效果存在正向影响；

H2c：企业社会网络关系质量对合作认知存在正向影响。
（3）企业网络关系持久性对管理者环境认知的影响。企业网络关系持久性是指企业与网络成员之间关系持续的时间长度。网络关系持久性受网络成员以往的关系、网络成员之间的信任程度、网络成员合作行为和是否有好的冲突解决机制等因素的影响[41]，一个相对持久的网络关系应该具有共同理念、相互信任、良好合作等特征。因此，企业网络关系的持久性对管理者认知也会产生相应的影响，网络成员关系持续时间越长。
企业获取网络成员关于环境的态度、行为方面的信息越多，特别是对政府规制、客户需求、竞争企业积极行为等信息，使企业对资源环境形势和规制有更好的认知。同时，网络关系持久性也影响企业对网络成员在绿色发展方面的合作预期。博弈理论和社会困境理论认为网络成员关系持续时间长，在重复进行的博弈过程中的合作行为有可能作为均衡结果出现[42]。可见，网络持续时间长是网络成员合作的一个基本条件。企业通过同网络成员较长时间的交往，对网络成员在企业绿色发展方面的行为响应会有更准确的判断。此外，网络关系持久性还影响企业对自身环境行为效果的认知。关系持久意味着网络中存在相互依赖性、互惠性、信任与合作，这些关系有助于网络成员知识共享、资源整合、冲突解决[41] 。网络关系持续时间长，企业对绿色发展中需要的资源能力、公平的竞争环境、市场需求的绿色偏好等内外因素才有更好的认知，对企业绿色发展的绩效才有更好的判断。
综上，网络关系持久性越好，企业从网络中获取关于资源环境形势、政府规制、市场需求偏好、竞争企业行为等信息越多，对形势和政府规制有更好的认知，对网络成员在绿色发展上的合作行为有更准确的判断，从而对企业自身绿色发展的绩效也有更好的判断。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3a：企业网络关系持久性对规制认知存在正向影响；

H3b：企业网络关系持久性对行为效果存在正向影响；

H3c：企业网络关系持久性对合作认知存在正向影响。
2.2.2  管理者环境认知对企业环境技术创新行为的影响

管理者认知是指企业对内外部信息和竞争机会的把握程度与理解水平，它直接影响了企业制定及选择战略的行为[43]。企业管理者对环境压力、环境市场机会、相关方的行为反应及企业环境行为效果等方面的认知，决定了对环境保护问题的重视程度，进而影响着企业环境技术创新行为决策。

     第一，企业管理者对环境规制的认知对企业环境技术创新有影响。规制是影响企业环境行为的重要因素。这里的规制，除了包括政府环境规制外，还包括社会公众及消费者对企业承担环境保护社会责任的要求[44]。企业只有感知政府的环境规制、社会公众及消费者对企业的环境责任要求，才有可能在环境技术创新方面作出积极反应。在环境技术创新战略过程中，管理者对外部环境压力的辨识及认知成为企业环境技术创新战略选择实施的首要步骤[45]。
    第二，企业管理者对行为效果的判断对企业环境技术创新有影响。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实体，对企业环境行为的经济效果评估是必须的[45]。企业环境行为的经济效果来源于多方面，如资源综合利用带来的直接经济效益，企业环境形象促进企业产品销售、供应链企业合作及政府支持带来的间接经济效益[46]。企业只有在对自身环境行为的经济效果及给企业带来的长远竞争优势有较为准确的判断，才有可能在环境技术创新方面作出积极反应。

    第三，企业管理者对利益相关方合作预期对企业环境技术创新也有重要影响。企业环境保护具有显著外部性，企业环境行为直接影响产品成本进而影响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如果政府规制不完善或执行不力，则竞争企业可能在环保方面不投入；竞争企业在环保方面不投入，则积极环保的企业失去成本优势[47]；如客户没有绿色偏好，则积极环保的企业因价格偏高失去顾客[48]。可见，企业环保需要利益相关行为协同。环境技术创新由于投入高、风险大，对各方的合作提出更高的要求[49]，企业只有对利益相关者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合作有良好预期，才有可能在环境技术创新方面作出积极反应。

    综上，由于环境与经济的双重属性以及不确定性高的特点，企业对环境技术创新决策是有限理性的，企业只有对环境规制、利益相关者行为反应及环境行为预期效果有很好的认知，才有可能在环境技术创新方面积极行动。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4a：环境规制认知对环境技术创新行为存在正向影响；

H4b：行为效果认知对环境技术创新行为存在正向影响；

H4c：利益相关者合作认知对环境技术创新行为存在正向影响。
2.2.3  管理者认知对企业网络关系-环境技术创新行为关系的中介作用

Westbrook等[50]认为个体行为的产生是认知－情感－行为的过程，认知是行为的先行变量。企业对外界环境不是简单的刺激－反应行为过程，源于个体行为的认知－行为模型逐渐运用到组织行为研究中[51]。企业战略行为认知观认为，企业环境行为也是源自于管理者对环境问题的认知，企业环境认知决定企业绿色发展意愿的强弱，进而影响企业环境技术创新行为[52]。Murillo-Luna等[20]、Sharma等[53]的研究都表明，管理者所感知到的外部压力影响着企业环境战略选择。社会认知理论认为，企业对环境问题的认知会在与企业外部网络成员的互动沟通中发生变化，因而受企业网络关系的影响[54]。企业网络关系是由各类利益相关者构成，利益相关者的环境诉求能使管理者对环境问题有更好的认知。利益相关者构成的网络让企业更好地了解相关的环境规制、竞争者环境活动、消费者和社区居民的绿色诉求及供应链企业的绿色形象诉求，使企业感知到市场压力，这些会增强企业对环境问题的重视及对绿色发展意义的认识。此外，企业通过跟网络成员交往及获取相关信息，能判断各利益主体行为反应及行为协同的可能性[54]。事实上，企业在与网络成员的互动中形成对环境问题认知即企业环境意识形成的过程，是企业环境技术创新行为形成的必然前提。可见，管理者环境认知受企业社会网络影响，管理者环境认知影响着企业环境技术创新行为。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5：管理者环境认知在网络关系与企业环境技术创新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3  研究方法

3.1  量表设计
量表设计主要运用归纳法。具体步骤为：首先明确企业网络关系、管理者环境认知、企业环境技术创新3个变量的定义；其次基于文献研究进行量表初步设计，其中，社会网络关系参考Gilsing等[55]和McEvily等[56]的量表，管理者环境认知参考Yli-Renko等[57]的量表，企业环境技术创新行为参考周曙东等[58]的量表，然后在湖北兴发集团、中石化荆门分公司、湖北洋丰集团、国投煤炭河南分公司4家企业进行访谈和咨询，完成量表设计；最后对湖北省20家资源型企业进行了预调查，根据预调查的反馈信息检验量表总体的信度和效度情况，在此基础上调整并完善指标，最终形成本研究应用的量表。所用量表都是采用5级Likert量表形式，其中，1代表“完全不同意”、2代表“不同意”、3代表“中立”、4代表“同意”、5代表“完全同意”。
3.2  样本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选取了分布于中国15个省份的一些资源型企业作为正式调研的对象（以下简称样本），采用便利抽样方法进行问卷调查。主要通过发送电子问卷、电话访问及访问员去企业实地调研方式进行问卷收集，由企业环保部门负责人或分管环保副总经理来填写问卷。每家企业发放1份问卷，共发放问卷2 000份，回收问卷230份，其中11份问卷由于数据缺失较多被视为无效问卷，有效问卷为219 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10.95%。样本的特征变量描述性统计见表1所示。
    表1  样本基本信息                                      
	变量
	类别
	样本数/家
	比例

	企业规模
	小型
	90
	41.1%

	
	大中型
	129
	58.9%

	企业性质
	民营
	146
	66.7%

	
	国有及其他
	73
	33.3%

	所属行业
	金属、非金属采选业
	60
	27.4%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94
	42.9%

	
	金属冶炼及加工业
	45
	20.5%

	
	石油、天然气加工业及其他供应业
	20
	9.1%


4  实证研究

4.1  信效度检验

对所有变量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来检验模型的信度和效度。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模型拟合指数均达到理想水平，表明本研究模型与样本数据整体的拟合程度理想：各变量的克隆巴赫系数（Cronbach's α）均大于0.800，表明问卷调查结果具有较好的信度；各题项的因子载荷在0.732～0.921之间，平均方差提取量（AVE）值大于0.6（见表2），表明所有变量具有较好的效度。

表2  样本变量的信度和效度检验结果
	变量
	标准化载荷
	平均方差提取量
	克隆巴赫系数
	组合信度

	企业社会网络强度
	0.800～0.862
	0.692
	0.895
	0.817

	企业社会网络质量
	0.741～0.925
	0.713
	0.850
	0.908

	企业社会网络稳定性
	0.782～0.848
	0.665
	0.897
	0.799

	企业管理者规制认知
	0.706～0.934
	0.654
	0.863
	0.903

	企业管理者行为效果认知
	0.791～0.844
	0.668
	0.810
	0.890

	企业管理者合作认知
	0.783～0.870
	0.693
	0.918
	0.919

	企业环境技术创新行为
	0.854～0.919
	0.782
	0.934
	0.935

	模型拟合度指数
	X2/df=2.363，RMR=0.047，GFI=0.945，NFI=0.898，CFI=0.917，RMSEA=0.014


4.2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共同方法偏差是问卷调查过程中容易出现的问题，本文运用分离标签（marker variable）方法进行验证。采用这种方法的原因在于，在无法确定哪些因素是共同方法偏差来源的情况下，该方法可以较为全面地分析可能存在的偏差。根据变量相关系数矩阵（见表3），选择系数最低的一项（网络强度与环境技术创新行为的相关系数为0.319），计算每个变量的偏相关系数，并进行t检验。结果表明，与相关系数相比，模型变量的偏相关系数均没有发生显著变化（系数平均差距为△ r <0.12，P>0.05），表明共同方法偏差不显著，问卷调查结果与实际情况相符，可用于研究分析。
表3  样本变量的相关系数
	变量
	网络强度
	网络质量
	网络稳定性
	规制认知
	行为效果认知
	合作认知
	环境技术创新

	网络强度
	1
	
	
	
	
	
	

	网络质量
	0.549
	1
	
	
	
	
	

	网络稳定性
	0.624
	0.677
	1
	
	
	
	

	规制认知
	0.416
	0.531
	0.558
	1
	
	
	

	行为效果认知
	0.550
	0.541
	0.517
	0.498
	1
	
	

	合作认知
	0.452
	0.471
	0.500
	0.575
	0.578
	1
	

	环境技术创新
	0.319
	0.347
	0.397
	0.468
	0.370
	0.654
	1


4.3  假设检验

为了探究企业社会网络关系对环境技术创新行为的影响机制，本研究将企业社会网络关系、管理者环境认知分别分为3个维度，即以企业社会网络关系强度、关系质量和关系持久性作为外生潜变量，以管理者规制认知、效果认知、合作认知与环境技术创新作为内生潜变量进行全模型运算，同时加入企业规模和企业性质两个控制变量作为外生显变量。经AMOS 17.0检验，模型的拟合度指标为：CMIN/DF=2.013，CFI=0.916，GFI=0.887，RMR=0.044，RMSEA=0.038，NFI=0.909，PNFI=0.634。以上指标除绝对适配度指数GFI表现一般外，其余指数均达到理想水平，拟合效果较为满意，说明研究模型和样本数据整体的拟合效果较好，可以用于假设检验。除了路径H4b及控制变量企业规模和企业性质对环境技术创新行为不显著外，其余路径的临界比均大于标准值1.96，均达到显著水平，其余的假设被接受。
全模型具体路径系数见表4所示，由此看出，网络强度对管理者合作认知的影响最大（H1c系数为0.707），其次是对行为效果认知（H1b系数为0.584）和规制认知（H1a系数为0.563）；网络质量对行为效果认知的影响最大（H2b系数为0.407），其次是规制认知（H2a系数为0.271）和合作认知（H2c系数为0.250）；网络稳定性对合作认知影响最大（H3c系数为0.337），其次是行为效果认知（H3b系数为0.283）和规制认知（H3a系数为0.274）。同时，对比网络强度、网络质量、网络稳定性，分别对规制认知、行为效果认知、合作认知的路径系数发现，规制认知、行为效果认知、合作认知均受网络强度的影响最大。路径H4b不显著，说明企业管理者行为效果认知对企业环境技术创新行为不存在显著影响；H4c系数大于H4a系数（0.596>0.185），说明企业环境技术创新行为受合作认知的影响大于其受规制认知的影响（如图2）。
图2改正：调整“行为效果认知”椭圆大小，框内字体全图同一

图2  样本数据的结构方程路径系数
注：*、**、***分别表示 P＜0．05、 P＜0．01、 P＜0．001。下同。

为了检验管理者环境认知对企业社会网络关系与企业环境技术创新行为的中介效应，将网络强度、网络质量、网络稳定性的题项进行合并，代表企业社会网络关系，将企业规制认知、行为效果认知、合作认知的题项进行合并，代表企业管理者环境认知。首先，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建立社会网络关系对企业环境技术创新行为的直接影响的模型，然后，将管理者环境认知作为中介变量加入其中。通过Sobel边缘检测检验量Z值的显著性来看（Z >2，且P<0.05），表明企业管理者环境认知在模型路径中确实存在中介作用，管理者环境认知中介占比为42.1%，检验结果见表4所示。

表4  本研究假设的Sobel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路径H5
	中介效应参数
	Z
	中介效应所占比重

	
	路径系数
	标准误
	
	

	企业网络关系→企业环境技术创新行为（c）
	0.472
	0.110
	2.854**
	42.1%

	企业网络关系→管理者环境认知（a1）
	0.631
	0.018
	
	

	管理者环境认知→企业环境技术创新行为（b1）
	0.315
	0.110
	
	

	企业网络关系→企业环境技术创新行为（c’）
	0.273
	0.258
	
	


5  研究结论与展望

5.1 主要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基于社会网络、社会认知和企业环境行为理论构建了企业关系网络、管理者环境认知与企业环境技术创新行为关系模型，采用219家资源型企业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网络关系影响管理者环境认知，管理者环境认知影响企业环境技术创新行为，管理者环境认知在网络关系与企业环境技术创新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2）企业网络关系3个维度对企业管理者环境认知3个维度有不同的影响，关系强度对企业管理者合作认知的影响最大，网络质量对行为效果认知的影响最大，网络稳定性对合作认知影响最大，同时，规制认知、行为效果认知、合作认知均受关系强度的影响最大；（3）企业管理者环境认知三维度对环境技术创新行为也有不同的影响，其中行为效果认知对环境技术创新行为影响不显著，合作认知比规制认知对环境技术创新行为影响大，可能原因是现阶段样本企业更多关注的是利益相关者的合作行为和环境规制，这与现阶段实施主动绿色战略企业较少的现实相符。
本研究理论模型反映了企业环境技术创新行为的社会嵌入性、管理者环境认知对企业环境技术创新行为影响的重要性及社会网络中管理者环境认知形成的复杂性，具有一定的现实价值。其管理启示有：（1）在管理者环境认知改善的途径方面，由于企业网络关系强度对管理者认知影响较大，因此，政府应支持由行业协会牵头成立的包括全国性、区域性、行业性的多层次的企业绿色发展会议平台，并定期举办相关会议，使企业能够与其他企业、政府、媒体、高校或科研机构等交流信息，并建立广泛联系。（2）在管理者环境认知改善的信息内容方面，要求在社会网络中传播“企业必须要绿色发展”一个声音，这客观上要求政府、消费者、供应链企业、媒体、社会公众等各方行为一致性，特别是政府要进一步完善环境规制、加大监管力度，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强化消费者及供应链企业绿色偏好。（3）在企业环境技术创新行为认知促进机制方面，要加大环境法律政策宣传及严格环保执法，提高企业对环境规制的认识；完善配套政策，改善企业环境技术创新行为的收入与成本结构，提高企业环境保护的经济效益预期；特别是要加强社会道德建设，完善社会监督机制，增强绿色认同，提高企业对各方合作的预期。
5.2  理论贡献及不足
与现有研究相比，本研究创新主要在于：（1）先前研究主要讨论技术、经济、制度因素对企业环境技术创新行为影响机制，本文从社会网络视角揭示了社会因素对企业环境技术创新行为的影响机制，进一步完善了企业环境技术创新行为理论。（2）先前社会网络对企业行为与战略的影响研究，主要探讨社会网络资源获取机制、有效信息沟通机制，本文基于心理行为过程理论探索了社会网络对企业行为及战略影响的认知机制，拓展了社会网络理论在企业行为与战略方面的应用研究。（3）本文基于认知的机会识别理论，在先前环境规制认知的基础上增加了环境行为效果认知、相关方合作预期，这种维度划分有助于全面识别管理者环境认知。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1）本研究主要探讨3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对控制变量作用没有展开分析；（2）由于一个企业只能获取一个样本数据，数据难以取得，本研究样本采取便利抽样方式产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研究结论的普适性。
参考文献：

[1]OECD. Sustainable manufacturing and eco-innovation: towards a green economy[R].Paris: OECD Directorate for Science,Technology and Industry,2009:33.
[2]DÍAZ-GARCÍA C, GONZÁLEZ-MORENO Á, SÁEZ-MARTÍNEZ F J. Eco-innovation: insights from a literature review[J].Innovation,2015,17(1): 6-23.

[3]Pacheco D A D J, Caten C S T, Jung C F, et al. Eco-innovation determinants in manufacturing smes：systematic review and research directions[J].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17,142:2277-2287.

[4]FOSTER C, GREEN K.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 in industry: the importance of environmentally-driven user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2002,2(4):303-314.

[5]Kesidou E, Demirel P. On the drivers of eco-innovations: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the UK[J].Research Policy,2012, 41(5): 862-870. 

[6]Triguero A, Moreno-Mondéjar L, Davia M A. Drivers of different types of eco-innovation in European SMEs[J].Ecological Economics,2013,92: 25-33. 

[7]Zhang Y, Wang J, Xue Y, et al.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on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ve behavior: an empirical study in China[J].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18,188(4):763-773. 

[8]Porter M E, van der Linde C. Toward a new con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competitiveness relationship[J].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1995, 9(4):97-118. 

[9]Li D, Zheng M, Cao C, et al. The impact of legitimacy pressure and corporate profitability on green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 top 100[J].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2017, 141: 41-49.

[10]Blanco E, Rey‐Maquieira J, Lozano J. The economic impacts of voluntary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of firms: a critical review[J].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2009,23(3): 462-502.

[11]Teixeira A A, Jabbour C J C, Jabbour A B L de S. Relationship between green management and environmental training in companies located in Brazil: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case studie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2012,140(1):318-329. 

[12]Albort-Morant G, Leal-Millán A, Cepeda-Carrión G. The antecedents of gree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 model of learning and capabilities[J].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2016,69(11): 4912-4917. 

[13]Jing Y, Qiuhua L, Jianjun S. The value of corporate green innovation strategy[J]. Science Research Management,2015,36(1):18-25. 

[14]Tang M, Walsh G, Lerner D, et al. Green innovation, managerial concern and firm performance: an empirical study[J].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2018,27(1):39-51. 

[15]Peng X, Liu Y. Behind eco-innovation: managerial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and external resource acquisition[J].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2016,139:347-360. 

[16]Cao B, Wang S. Opening up,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green technology progress[J].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2017,142:1002-1012. 

[17]Fengzheng W, Tao J, Xiaochuan G. Government quality,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s[J].Science Research Management,2018,39(1): 26-33. 

[18]LIU J, WANG J. Similar behavior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performance in the social network[J].Chinese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2016,24(9):115-123. 

[19]Reagans R, McEvily B. Network structure and knowledge transfer: the effects of cohesion and range[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2003,48(2):240-267. 

[20]Murillo‐Luna J L, Garcés‐Ayerbe C, Rivera‐Torres P. Why do patterns of environmental response differ? A stakeholders' pressure approach[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8,29(11):1225-1240. 

[21]Bandura A. Social foundation of thought and action: a social cognitive theory[M].New York: Prentice Hall,1986. 

[22]Schwenk C R. The cognitive perspective on strategic decision making[J].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1988,25(1): 41-55. 

[23]朱镇,赵晶.企业电子商务采纳的战略决策行为:基于社会认知理论的研究[J].南开管理评论,2011,14(3):151-160.
[24]冯忠垒,谢雄标,严良.社会网络情境下企业绿色行为的形成机制模型:基于社会认知论的社会网络、管理者认知与绿色行为三方互动分析[J].生态经济,2015,31(10):174-179.
[25]Granovetter M.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5,91(3):481-510. 

[26]Granovetter M. Economic institutions as social construction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J] Acta Sociologica,1992,35(1):3-11. 

[27]Nadkarni S, Barr P S. Environmental context, managerial cognition, and strategic action: an integrated view[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8,29(13):1395-1427. 

[28]Nadkarni S, Narayanan V K. Strategic schemas, strategic flexibility, and firm performance: the moderating role of industry clockspeed[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7, 28(3):243-270. 

[29]BURT R S. Structural holes: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ompetition[J].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1992,40(2): 909-910.

[30]Menon G. The effects of accessibility of information in memory on judgments of behavioral frequencies[J].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1993,20(3): 431-440. 

[31]Ahuja G. Collaboration networks, structural holes, and innovation: a longitudinal study[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2000,45(3):425-455. 

[32]Daskalakis M, Kauffeld-Monz M. On the dynamics of knowledge generation and trust building in regional innovation networks: a multi method approach[J].Agent-Based Economics,2007,31(5):278-296.

[33]Uzzi B. The sources and consequences of embeddedness for the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organizations: the network effect[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96,61(4):674-698. 

[34]谢洪明,任艳艳,陈盈,等.网络互惠程度与企业管理创新关系研究：基于学习能力和成员集聚度的视角[J].科研管理,2014,35(1):90-97.

[35]Cottrell C A, Neuberg S L, Li N P. What do people desire in others? A sociofunctional perspective on the importance of different valued characteristics[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2007,92(2): 208-231.

[36]An Z R, Ding H P, Hou H Q. Game analysis and strategy research of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stakeholders[J].Econ Issues,2013,3:30-36. 

[37]Chen X, Ye H S. About the research on trust in the perspective of behavioral game theory[J].Psychological Science,2009,32(3):636-639. 

[38]Mu J, di Benedetto C A. Strategic orientations and new product commercialization: mediator, moderator, and interplay[J].R&D Management,2011,41(4): 337-359. 

[39]Wincent J, Anokhin S, Örtqvist D, et al. Quality meets structure: generalized reciprocity and firm‐level advantage in strategic networks[J].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10,47(4):597-624. 

[40]阮平南,宋静,阮国祥.组织演化视角的战略网络稳定性的特征[J].现代管理科学,2011(12):29-31.

[41]谢逢洁.复杂网络上博弈行为演化的合作激励[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15,49(8):1256-1262.

[42]赵玉民,朱方明,贺立龙.环境规制的界定、分类与演进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9,19(6):85-90.

[43]Tripsas M, Gavetti G. Capabilities, cognition, and inertia: evidence from digital imaging[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0,21(10):1147-1161. 

[44]ZHANG H, SHAO Y. Stage gate analysis on the enterprise's proactive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strategy implement[J] R&D Management,2012,24(6):106-115. 

[45]Khojastehpour M, Johns R. The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CSR issues on corporate/brand reputation and corporate profitability[J].European Business Review,2014,26(4): 330-339. 

[46]刘小峰,盛昭瀚,杜建国.产品竞争与顾客选择下的清洁生产技术演化模型[J]管理科学,2013,26(6):25-34.
[47]Liu Z, Jianguo Z. Research on dynamic game model of enterprise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driving force[J].Journal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2017,2(1): 13-19.

[48]Zhao S, Zhu Q, Cui L. A decision-making model for remanufacturers: considering both consumers’ environmental preference and the government subsidy policy[J].Resources, Conservation and Recycling,2018, 128: 176-186. 

[49] Xiong-biao X, Min Z, Yue W.——请对照所看文献，按姓前明后提供作者的完整的姓名 Wait or act? Moderate effect of stakeholder cooperation expectanc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and green behavior in China[C]//论文集的责任者（编辑者）名称.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Green Management and Local Government’s Responsibility. Marietta: American Scholars Press, 2017: 59-72. 

[50]Westbrook R A, Oliver R L. The dimensionality of consumption emotion patterns and consumer satisfaction[J].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1991,18(1):84-91. 

[51]Yoo Y, Kanawattanachai P. Developments of transactive memory systems and collective mind in virtual teams[J].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Analysis,2001,9(2): 187-208.

[52]Zhang B, Yang S, Bi J. Enterprises’ willingness to adopt/develop cleaner production technologies: an empirical study in Changshu, China[J].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2013, 40(2): 62-70. 

[53]Sharma S, Henriques I. Stakeholder influences on sustainability practices in the Canadian forest products industry[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5, 26(2):159-180. 

[54]蒋雨思.外部环境压力与机会感知对企业绿色绩效的影响[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5,32(11):72-76. 

[55]Gilsing V, Nooteboom B. Density and strength of ties in innovation networks: an analysis of multimedia and biotechnology[J].European Management Review,2005,2(3):179-197. 

[56]McEvily B, Perrone V, Zaheer A. Trust as an organizing principle[J].Organization Science,2003,14(1): 91-103. 

[57]Yli‐Renko H, Autio E, Sapienza H J. Social capital, knowledge acquisition, and knowledge exploitation in young technology‐based firms[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1, 22(6):587-613. 

[58]周曙东.“两型社会”建设中企业环境行为及其激励机理研究[D].长沙:中南大学,2012.
作者简介：谢雄标（1970－），男，湖北天门人，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企业环境行为；孙理军（1968 －），通信作者，男，湖北南漳人，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产业技术创新；吴越（1989 －），男，湖北大悟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数字化商务、企业环境行为；周敏（1990 －），江西南昌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企业环境行为。

H5





企业环境技术


创新行为





管理者环境认知





企业网络关系





H1a





H1b





H4a





规则认知





关系强度





H1c





H2a





环境技术创新行为





H2c





H2b





H4b





效果认知





关系质量





H3b





H3a





H4c





H3c





合作认知





关系持久性





关系


持久性





0.563***





0.707***





0.271***





0.407***





0.250**





0.274***





0.337***





0.185*





0.060





0.596***





规则认知





行为效果认知





关系强度





关系质量





环境创新技术





合作认知





0.584***





0.283***








